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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放松外资管制为准自然实验， 考察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

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研究发现，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 且该作用对国有企业、 非加工贸易企业、 低出口比较优势企业以及

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 将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机制归纳为

统一的溢出效应， 发现相比水平溢出， 外资自由化更倾向于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促

进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且前向关联效应发挥作用更大。 此外， 制度环境能够

强化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作用， 且产权制度的作用强于契约制

度。 本文不仅肯定了外资自由化的出口绩效， 而且为中国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提供

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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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不断扩大外资市场开放、 积极吸引和使用外资是中国促进开放的重要手段。 近

年来， 生产要素成本的提升使传统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旧动能逐渐消退， 而经济增

长新动能尚未充分形成， 加之国际贸易环境瞬息多变， 对中国经济在较高水平向新动

能平稳转换以及出口比较优势的持续提升提出了挑战。 从 “十三五” 规划到 “十四

五” 规划， 国家对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念和要求一脉相承、 不断提高； 在商

品、 资本等要素流动基本实现自由化的基础上， “十四五” 期间， 中国更加突出制度

型开放， 形成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经贸制度体系， 实施 “更大范围、 更宽领

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① 而促进外资市场开放， 依靠更高水平开放倒逼企业创新

和技术升极、 进一步发掘企业出口比较优势， 是构建中国制造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

要突破口。 理论上， 外资进入有助于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 促进知识溢出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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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优化资源配置， 但该结论并未得到大量实证研究支持。 大部分实证文献认为外

资对东道国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投资双方企业乃至国家 （地区） 特征， 如东道国企业生

产率 （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１］ ）、 技术吸收能力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７［２］ ）、 双方企业技术差距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４［３］）、 行业差异 （Ｋ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９［４］ ）、 双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５］） 及地理距离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２００１［６］ ）。 本文即要考察外资自由

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为当前背景下进一步加快经

济开放步伐、 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提升提供参考。

一、 文献梳理及评述

本文主要与两类文献相关。 第一类文献涉及一国 （地区） 比较优势的来源。
在一国 （地区） 比较优势的来源方面， 现有文献基本认同一国 （地区） 的比较优

势受其资源禀赋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４［７］）、 制度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８］ ）、 金融发展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９］； Ｍａｎｏｖａ， ２０１３［１０］） 及地理距离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１０［１１］； 蒋

灵多等， ２０１８［１２］） 等的影响。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４） 较早考察了要素禀赋对一国 （地区）
比较优势的影响， 发现更加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国家 （地区） 会更倾向于以较

大份额占据国际生产和贸易市场。 制度方面，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 （２００７） 对制度差异、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０） ［１３］对金融、 法制和劳动力流动制度、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３） ［１４］对制度质

量的研究均肯定了制度对比较优势的作用。 金融发展方面， Ｍａｎｏｖａ （２０１３） 认为

融资约束阻碍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提升，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 则

认可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地区出口比较优势有促进作用。 地理因素对比较优势的

影响主要集中于空间距离、 语言文化等， 其背后机制大多是技术溢出成本 （蒋灵

多等， ２０１８） 或交易成本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１０） 的作用。
第二类文献重点考察外资在出口、 技术转移、 资源配置等方面对东道国的作

用。 在外资对东道国出口的影响方面， 所得结论并不统一。 有观点认为外资极大地

推动了中国出口的增长 （黄玖立和冼国明， ２０１０［１５］）， 明显改善了中国的出口技术

复杂度 （Ｘｕ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０９［１６］） 及出口产品质量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２［１７］ ）；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１８］认同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升级的作用， 但发现外资

通过水平溢出降低了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 ［１９］也发现外资会

加剧中国出口企业陷入 “低端锁定” 和低品质 “粗放型” 陷阱。
在技术转移方面， 大部分学者认同外资对东道国存在技术溢出或技术转移效

应， 且该效应的发挥有赖于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内外资企业特征， 如双方企业股权

特征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２０］）、 双方企业技术差距 （Ｔａｋｉｉ， ２００５［２１］ ）； 二是双方

行业特征， 如行业技术水平 （Ｋ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９） 和市场结构特征 （陈涛涛

和狄瑞鹏， ２００８［２２］）； 三是双方国家特征， 如政府政策 （Ｄ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２３］ ）、 制

度差异 （Ｏｕ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Ｆｕ， ２０１２［２４］ ）。 在渠道方面，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指出， 除水平

溢出外， 外资对东道国企业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前后向关联效应。 另外， 现有研究多

因作用渠道类似而将外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归结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内容之一 （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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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２５］； 罗伟和葛顺奇， ２０１５［２６］ ）。 但在作用效果方面， 多数文献只验证了外资

创新效应的存在性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而罗伟和葛顺奇 （２０１５） 基本否认外资

的技术创新效应。
在资源配置方面，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６） ［２７］证实了外资进入有利于改善中国

的资源配置效率。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１） ［２８］指出外资进入直接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 但

可以通过上下游关联为内资企业创造新的存活机会与市场空间 （包群等，
２０１５） ［２９］。 陈甬军和杨振 （２０１２） ［３０］进一步发现， 在外资进入的第一阶段， 外资的

竞争效应占主导地位， 随着外资的积累及本土化经验提升， 外资表现出反竞争效

应。 在劳动要素配置方面， 尽管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和 Ｓｏｙｓａ （２００６） ［３１］指出各地竞相引入外

资会导致工资和劳动条件向下竞争而弱化劳动者权益的现象， 但 Ｈｏｉ 和 Ｐｏｍｆｒｅｔ
（２０１０） ［３２］对越南、 Ｂｒａｕｎｓｔｅｉｎ和 Ｅｐ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２） ［３３］对中国的研究均发现外资进入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 外资进入对企业融资约束也存在影响。 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 和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８） ［３４］发现外资进入的 “替代性” 削减了金融扭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

面影响。 罗长远和陈琳 （２０１１） ［３５］指出外资进入通过 “己厂效应”、 “垂直效应”
和 “水平效应” 缓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其一， 以 ２００２ 年外资管制放松为准自然实验， 这一政

策举措不仅有助于企业外资持股份额的增加和行业外资企业数目的上升， 更在原有

企业、 行业外资份额的基础上推动了企业外资经营范围的扩张。 相比以往使用外资

份额衡量外资自由化的做法， 以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可以更为准确地考

察外资自由化的作用效果， 且双重倍差法能更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造成

的偏误。 其二， 现有研究多落脚于出口二元边际、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等， 相比之

下， 出口比较优势更能反映一国企业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及贸易利得， 以企

业出口比较优势为落脚点考察外资自由化对其影响及作用机理， 有助于丰富外资经

济效应领域的研究。 其三， 为响应国家 “十四五” 规划中制度型开放的政策要求，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环境在外资自由化与企业出口比较优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以深入理解外资自由化和制度环境的互动对中国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为外资

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消除隐性壁垒、 提升外资自由化程度提供参考。

二、 模型构建、 指标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为探究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２ 年

４月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以下简称 《目录》 ） 较大幅度修订的政策变动，
构建双重差分 （ＤＩＤ） 模型：

ＦＲＣＡｉｊ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２ ｊｔ ＋ γ′Ｍ ｊｔ ＋ κ′Ｎｉｔ ＋ μｉ ＋ μｔ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ｉ 、 ｊ 、 ｔ分别为制造业企业、 四分位行业和年份， ＦＲＣＡｉｊｔ 表示 ｉ企业在 ｔ年

的出口比较优势；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２ ｊｔ ＝ ｔｒｅａｔ ｊ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 ｔｒｅａｔ ｊ 用以识别发生政策变动的四

分位行业， 外资开放程度增大 （不变） 的行业赋值为 １ （０）； ｐｏｓｔ ０２ｔ 表示外资管制

放松政策冲击的时间， ２００２年以后各年份赋值为 １， ２００２ 年以前各年份赋值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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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赋值为 ３ ／ ４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３６］）； Ｍ ｊｔ和 Ｎｉｔ分别为企业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

量； μｉ 和 μｔ 分别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回归结果的标准误

差经行业－年份层面聚类调整以缓解可能存在的组内相关问题。
（二） 指标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比较优势

结合 Ｂａｌａｓｓａ （ １９６５） ［３７］ 采用比值衡量产品层面出口比较优势和余长林

（２０１６） ［３８］采用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国在行业层面的出口额来衡量中国出口比较优

势的做法， 以及李宜航 （２０２１） ［３９］、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 采用地区行业出口值

来衡量中国各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做法， 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额占所在省

份出口总额的比值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出口比较优势， 并采用企业出口额占中国出

口总额比值的对数值、 占世界出口总额比值的对数值以及占所在地级市出口总额比

值的对数值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外资自由化

参照 Ｌｕ等 （２０１７）， 以 《目录》 中行业变动为依据构建外资自由化指标。 在

４２０ 个四分位制造业行业中， １１５ 个行业的外资开放程度发生变动， ３０５ 个行业的

外资开放程度不变。 在 １１５个行业中， 有 １０３ 个外资开放程度增大行业， ７ 个外资

开放程度减小行业， ５个外资开放程度混合变动行业。 鉴于本文旨在研究外资自由

化的经济效应， 文中剔除外资开放程度减小与混合变动的样本 （占总行业样本的

３％）， 将外资开放程度增大 （不变） 的行业作为处理组 （对照组）。
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劳动生产率 （ｐｒｏｄ） ， 采用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员数的比

值并取对数衡量， 其中工业总产值采用以 １９９８ 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

减。 资本劳动比 （ｋｌ） 用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衡量。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 采用企业年均从业人数的对数值衡量； 企业年龄及平方项 （ａｇｅ、 ａｇｅｓｑ）
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差的对数值及其对数值的二次项衡量； 企业是否受到补

贴 （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 ， 若受到补贴则取值 １， 否则取值 ０； 企业所有制类型 （ ｆｏｒｅｉｇｎ 或

ｓｏｅ） ， 若企业港澳台资本与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超过 ２５％， 则定义为外资企

业； 若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高于 ５０％， 则定义为国有企业。 行业

竞争程度 （ｈｈｉ）， 使用传统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ＨＨＩ） 指数进行度量， 数值越小， 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的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数据

库①。 本文参考 Ｂｒａｎｄｔ等 （２０１２） ［４１］的方法得到回归所用的面板数据， 又参照 Ｙｕ
（２０１５） ［４２］的做法， 对异常样本进行删除。 另外， 稳健性检验中所用世界层面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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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ｔａｒｉｆｅｄａｔａ．ｗｔｏ． ｏｒｇ． ｏｒｇ ／ 。ＷＴＯ 并没有提供 ２０００ 年的中国关税数据， 但提供了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年的数据。 由于中国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间不曾大幅度下调关税， 借鉴余淼杰 （２０１１） ［４０］的做法， 本文使

用 １９９７年关税数据替代 ２０００年。



规模数据来自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①。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平行趋势检验

首先进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如图 １所示， 以 ２０００年为缺省年份， 发现在外资

管制放松政策实施前一年 （２００１ 年） 和当年 （２００２ 年）， 外资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出

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 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 外资自由化的估计系数转而显著

为正， 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表明外资自由化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的出口

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即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设置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１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二） 基准回归及动态效应

表 １第 （１） — （３） 列汇报了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基准影响结

果。 其中， 第 （１） 列在控制时间和企业固定效应的同时， 仅加入了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２ ｊｔ
估计变量； 第 （２） — （３） 列在其基础上又加入了企业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发现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２ ｊｔ 在各个回归中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从第 （３） 列回归结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２ ｊｔ 的估

计系数为 ０ ０６３， 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意味着在控制时间、 企业固定效应以及其

他层面的影响因素后， 与未放松外资管制行业的企业相比， 放松外资管制行业的企

业出口比较优势得到了 ６ ３％的提高。
为考察外资自由化作用于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效果是否存在时滞和持续性， 将

基准模型中的交叉项替换为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ｊｔ＿ ｙｒδ ＝ ｔｒｅａｔ ｊ × ｐｏｓｔ０２ｔ × ｙｒδ（δ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该估计系数刻画了在第 δ 年， 外资自由化对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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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ｏｄｅ．ｕｎ．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



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动态效应。 第 （４） 列为仅加入 ｔｒｅａｔ ｊ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 ｙｒδ 的估计

结果， 发现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效应在 ２００２ 年不显著， 但在

２００３年， 该作用开始显著为正， 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第 （５） 列进一步加入企业

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

表 １　 基准回归检验与动态效应检验

变量
基准回归 动态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１７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６ ８７） 　 （４ ４０） 　 （４ ４０）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ｙｒ０２
０ ０５３６ ０ ０１１
（１ ４４） （０ ５３）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ｙｒ０３
０ ０９４６∗∗∗ ０ ０３７∗∗

（３ ６５） （２ １８）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ｙｒ０４
０ １５８２∗∗∗ ０ ０３４∗

（６ １６） （１ ８４）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ｙｒ０５
０ １９３６∗∗∗ ０ ０７０∗∗∗

（７ ３４） （４ ３０）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ｙｒ０６
０ ２３８５∗∗∗ ０ ０９８∗∗∗

（７ ２６） （５ ２９）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ｙｒ０７
０ ２７１２∗∗∗ ０ １１８∗∗∗

（６ ２８） （５ ３７）

ａｇｅ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４∗∗∗

（１０ ８８） （１０ ６３） （１０ ９５）

ａｇｅｓ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９ ８５） （－９ ５８） （－９ ８３）

ｓｉｚｅ ０ ９８８∗∗∗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４∗∗∗

（１８４ ３４） （１８５ ６８） （１８７ ７１）

ｋｌ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４ ０２） （３ ７０） （３ ７８）

ｈｈｉ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２ ３７） （２ ３９） （２ ３２）

ｐｒｏｄ ０ ８９６∗∗∗ ０ ８９５∗∗∗ ０ ８９４∗∗∗

（１６１ ３０） （１６１ ００） （１６４ ０８）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８ ６７） （８ ６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２ ５０） （２ ５３）

ｓｏｅ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１ ４１） （－１ ３４）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ａｄｊ ０ ８４０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０ ８４１ ０ ８８７

Ｎ ４３４ ７４２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４２ ４３４ ７３９

注：∗∗∗、∗∗和∗∗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 １％、 ５％、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值； 标准误均在四分
位行业－年份层面聚类。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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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１ 两期倍差法

多期倍差法可能因序列相关问题高估估计量的显著性水平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４３］）。 因此， 本文构建两期倍差法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结果报告于表 ２ 第

（１） 列， 发现估计系数并未发生实质改变。
２ 替换政策实施时间变量

不同于基准模型， 现将 ２００２年及以后年份 ｐｏｓｔ ０２ｔ 赋值为 １， 将 ２００２年以前各

年份赋值为 ０， 重新构造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进行回归。 表 ２第 （２） 列结果表明估计系数并

未发生实质改变。
３ 替换对照组样本

参照 Ｌｕ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将外资开放程度减小与不变的行业同时纳入对照

组进行回归。 在此基础上， 又按照前文方法重新构造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变量， 结果分别报

告于表 ２第 （３）、 （４） 列， 发现估计系数并未发生实质改变。

表 ２　 改变实证方法、 政策实施时间和控制组以及剔除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

变 量
两期倍差法 替换 ｐｏｓｔ 改变控制组 剔除政策干扰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５∗∗∗

（２ ４３） （４ ５０） （２ ９６） （２ ６３）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３∗∗

（３ ７７） （３ ９５）

ｍｆｎ ０ ０１１
（１ ３７）

ｓｏ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 ５８０∗∗∗

（３ ７１）

ａｇｅ ０ １８８∗∗∗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２１６∗∗∗ ０ １１４∗∗∗

（５ ９３） （１０ ５９） （１０ ５９） （１０ ６３） （１０ ６８） （１１ ０１）

ａｇｅｓ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５∗∗∗

（－６ ４３） （－９ ５５） （－９ ５５） （－９ ５８） （－９ １４） （－９ ９６）

ｓｉｚｅ ０ ７９１∗∗∗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５∗∗∗ ０ ９９０∗∗∗ ０ ９８３∗∗∗

（５８ ３３） （１８５ ３８） （１８５ ３８） （１８５ ６８） （１３１ ３７） （１９４ ６６）

ｋｌ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１∗∗∗

（５ ３８） （３ ６９） （３ ６９） （３ ７０） （６ ９２） （３ ７９）

ｈｈｉ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１ ５６） （２ ３７） （２ ３７） （２ ３８） （２ １４） （０ ９７）

ｐｒｏｄ
－０ ０１９ ０ ８９５∗∗∗ ０ ８９５∗∗∗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１∗∗∗ ０ ８９２∗∗∗

（－１ ２５） （１６０ ６５） （１６０ ６５） （１６０ ９７） （１２５ ９９） （１６６ ７７）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 ０ ７３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９∗∗∗

（５９ ２１） （８ ６８） （８ ６８） （８ ６７） （５ ３９） （８ ５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０ ９３） （２ ４９） （２ ４９） （２ ５０） （１ ３３） （２ ５７）

ｓｏｅ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３４） （－１ ４１） （－１ ４１） （－１ ４１） （－０ ７９） （－１ ５０）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ａｄｊ ０ ９３９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０ ９００ ０ ８８７
Ｎ １８９ ７０４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１６７ ７８１ ４３４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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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剔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为剥离 ２００２年前后国企改革和大幅度关税削减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在模型中加入各行业国有企业占比 （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和企业进口关税税率 （ ｔａｒｉｆｆ） 变量，
结果见表 ２第 （５） — （６） 列。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２ ｊｔ 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说明基准检验

结论并未受同期事件的干扰。
５ 替换主要变量的测度方式

采用企业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的对数值、 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的对数值

以及占所在地级市出口总额比重的对数值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见表 ３ 第 （１） —
（３） 列， 发现估计系数并未发生实质改变。

６ 改变聚类方式

重新在行业、 省份以及城市层面聚类以缓解可能存在的组内相关问题， 结果汇

报于表 ３ 第 （４） — （６） 列， 发现估计系数并未发生实质改变。

表 ３　 改变出口比较优势测度方式和聚类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变 量
改变出口比较优势测度方式 改变聚类方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８∗∗∗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３ １７） （３ １７） （３ ９１） （２ ６０） （３ ３４） （３ ９１）

ａｇｅ ０ ４４９∗∗∗ ０ ４４９∗∗∗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１５ ６２） （１５ ６２） （１０ １５） （８ ８８） （３ ７８） （５ ６３）

ａｇｅｓｑ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１２ ３１） （－１２ ３１） （－９ ６４） （－７ ８１） （－４ ３８） （－６ ３１）

ｓｉｚｅ ０ ８５２∗∗∗ ０ ８５２∗∗∗ ０ ９７１∗∗∗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５∗∗∗

（８２ ３８） （８２ ３８） （１７５ ６３） （１４６ ３０） （４８ ３８） （８８ ４４）

ｋｌ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１１ ０７） （１１ ０７） （４ ４８） （２ ５４） （１ ０８） （１ ７５）

ｈｈｉ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１ ７３） （１ ７３） （１ １１） （１ ２４） （１ ６１） （２ ３８）

ｐｒｏｄ ０ ５８５∗∗∗ ０ ５８５∗∗∗ ０ ８７７∗∗∗ ０ ８９５∗∗∗ ０ ８９５∗∗∗ ０ ８９４∗∗∗

（７１ ５８） （７１ ５８） （１５０ ８０） （９７ ９２） （３３ ５３） （６７ ０４）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 ０ １４２∗∗∗ ０ １４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２０ ０３） （２０ ０３） （８ ２０） （７ ５９） （７ ５３） （６ ０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２ ４５） （２ ４５） （２ ８５） （１ ９０） （２ ４２） （２ ４１）

ｓｏｅ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３ １３） （－３ １３） （－３ ０１） （－１ １３） （－０ ７６） （－０ ７４）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ａｄｊ ０ ７９３ ０ ７９９ ０ ９０９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Ｎ ２９０ １１０ ２９０ １１０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７ 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外资自由化的作用是否源于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本文在所有行业中随机

抽取 １１３个行业作为虚假的处理组 （ ｆａｌｓｅ＿ｔｒｅａｔ），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期间 （２００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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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随机抽取一年作为虚假的政策实施年份 （ 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ｔ）， 生成 ｆａｌｓｅ＿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重
新回归。 重复抽样和回归 ５００次， 得到 ｆａｌｓｅ＿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 ５００个估计系数， 将其分布

情况汇报于图 ２。 其中， 图 （ａ） 因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 图 （ｂ） 因变量为企业

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的对数值。 发现， 两图中概率密度的峰值均出现在 ０ 附

近， 且基准检验系数显著不同于安慰剂检验得到的系数， 因此可以排除外资自由化

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效应源于不可观测因素的可能性。

图 ２　 安慰剂检验

（四） 异质性讨论

为探究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是否会因其他因素而有所差异，
本文借鉴 Ｗｒｉｇｈｔ （１９７６） ［４４］的思路， 构建如下模型：

　 　 ＦＲＣＡｉｊｔ ＝ θ０ ＋∑
ｋ∈Ｋ

θｋ ×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２ ｊｔ ＋ ∑
ｋ∈Ｋ－１

αｋ × Ｈｋ ＋ γ′Ｍ ｊｔ

　 　 　 　 　 　 　 　 　 ＋ κ′Ｎｉｔ ＋ μｉ ＋ μｔ ＋ εｉｊｔ （２）
其中， Ｈｋ 表示异质性样本虚拟变量， 包括所有制形式、 贸易方式、 出口比较优

势大小以及行业类型等二值变量。 Ｋ 为分组总数， θｋ 为关注系数， 其余变量与基准

模型含义相同。
１ 企业所有制形式

为考察外资自由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本文将样本企业划

分为国有 （ ｓｏｅ ＝ １） 和非国有企业 （ｎｓｏｅ ＝ １） ， 结果见表 ４第 （１） 列。 发现， 外资

自由化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相比非国

有企业， 外资自由化对国有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作用略大。 可能原因是， 国有

企业广泛分布于具有较强外资管制和垄断性的支柱行业； 对这些领域放松外资管制

更有助于改善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环境， 因而其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２ 企业贸易方式

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加工贸易 （ ｊｇｍｙ ＝ １） 和非加工贸易 （ ｆｊｇｍｙ ＝ １） 企业， 以考

察外资自由化对不同贸易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差异化影响， 结果见表 ４ 第 （２）
列。 其中， 非加工贸易企业 （ ｆｊｇｒｃａ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无论在大小还是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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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异质性检验

变 量
所有制 企业贸易方式 出口比较优势 行业类型

（１） （２） （３） （４）

ｓｏｅ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６６∗∗∗

（２ ９２）

ｎｓｏｅ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６２∗∗∗

（４ ３４）

ｊｇｒｃａ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２９
（－１ ４４）

ｆｊｇｒｃａ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６５∗∗∗

（３ ９４）

ｇｒ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５７∗∗∗

（３ ８３）

ｄｒ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７２∗∗∗

（４ ４２）

ｌａｂ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

ｎｌａｂ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９２∗∗∗

（５ ７６）

ｓｏｅ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１ ３９） （－１ ４４） （－１ ３９） （－１ ４６）

ｊｇｍ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

ｇｒｃａ ０ ０２５∗∗∗

（３ ９５）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３１∗

（１ ９１）

ａｇｅ ０ １１０∗∗∗ ０ １６８∗∗∗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１∗∗∗

（１０ ６３） （１１ ５８） （１１ ２２） （１０ ７３）

ａｇｅｓ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５∗∗∗

（－９ ５８） （－９ ０６） （－１０ ０２） （－９ ６３）

ｓｉｚｅ ０ ９８６∗∗∗ １ ０００∗∗∗ ０ ９８４∗∗∗ ０ ９８５∗∗∗

（１８６ ０４） （１４１ ５１） （１８８ ０４） （１８５ ５９）

ｋｌ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３ ７０） （６ ０２） （３ ６６） （３ ７２）

ｈｈｉ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２ ３９） （２ ７４） （２ ３９） （２ ３２）

ｐｒｏｄ ０ ８９４∗∗∗ ０ ９０２∗∗∗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４∗∗∗

（１６１ ０１） （１３９ １４） （１６２ ６０） （１６０ ９５）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８ ６７） （７ ６６） （８ ６８） （８ ６８）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２ ５０） （２ ５７） （２ ５４） （２ ５１）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ａｄｊ ０ ８８７ ０ ８９１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Ｎ ４３４ ７３９ ２１０ ５３４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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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均高于加工贸易企业 （ ｊｇｒｃａ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 意味着外资自由化对非加工贸易

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大于加工贸易企业。 对本文样本进行统计发现， 在处

理组样本中， 加工贸易样本量仅占 １３ ５％， 而加工贸易在中国很大程度上由外资

企业主导， 本身外资自由化程度较高， 因而外资管制放松对其影响不显著是可以理

解的。
３ 企业出口比较优势

将样本按照上一期出口比较优势水平的中位数划分为高 （ｇｒｃａ ＝ １）、 低 （ ｌｒｃａ
＝ １） 出口比较优势企业， 进一步考察对于不同出口比较优势历史水平的企业， 外

资自由化如何进一步影响其出口比较优势。 由表 ４ 第 （３） 列发现， 外资自由化对

两组 企 业 出 口 比 较 优 势 的 作 用 均 显 著 为 正， 但 高 出 口 比 较 优 势 企 业

（ｇｒ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小， 表明出口比较优势的历史值越低， 外资进

入对其出口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提升作用越大。
４ 行业类型

在基准模型引入行业虚拟变量及三重交叉项， 考察行业特征的作用。 表 ４ 第

（４） 列显示， 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为

负， 对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可能原因是， 劳动

密集型行业多为出口加工贸易企业， 外资进入程度较高； 而相比之下， 外资自由化对

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冲击更为明显， 对其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作用更大。

四、 影响渠道分析

参照已有文献， 将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统一归结为溢出效

应。 根据溢出效应理论， 外资进入可以在行业内 （水平溢出） 和行业间 （前后向

关联） 两个维度对东道国企业产生影响。 本文所指的溢出效应， 是外资企业在其

采购、 生产、 销售等环节对同行业企业以及上下游企业发生的技术或者要素转移，
并最终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产生的影响。

外资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允许外资进入更多新的领域， 体现为中国行业或企业

层面外资份额的增加以及外资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大。 在行业内， 外资自由化可通过

“示范效应” 和 “培训效应” 提高同行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技能， 增加企业

在同类市场上的竞争力， 进而提升企业出口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 外资大规模进入

市场会加剧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 面对竞争， 行业内企业可能采取反击抑或妥协策

略 （罗伟和葛顺奇， ２０１５）。 选择反击策略的企业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自主

创新水平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增强出口比较优势以稳住乃至扩展市场份额； 选择妥

协策略的企业， 只能收缩经营范围甚至退出市场， 这将不利于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

提升。 然而行业内落后企业的退出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同时， 反击策略的

多样性意味着企业可能采取其他短视行为扩充其市场规模， 长期内有害而无益。 据

此， 外资自由化通过水平溢出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效果是不确定的。
除水平溢出外， 外资企业还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其上下游企业发生技术和要素转

移。 理论上， 处于上游的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前向关联为其下游生产者提供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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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中间品和资本品， 这有利于下游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４５］）， 也有助于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后向关联效应发生在

外资企业与其上游企业之间， 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会增加其对上游企业中间品的需

求， 而下游外资客户可通过制定产品要求提升上游企业中间品生产规格和质量， 有

助于提升上游企业的出口比较优势。 然而在现实中， 外资企业可能选择对东道国供

应商在原材料及中间品生产方面提供技术支持以获得合意原材料和中间品， 并将制成

品出口国际市场以实现更高的出口利润； 也可能出于对技术的保护， 选择从其母国或

者第三方国家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以避免技术外溢。 在前者情况下， 外资自由化可对

东道国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而在后者情况下，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

国的溢出效应微乎其微， 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效果也可能并不明显。 因此， 外

资自由化通过上下游关联效应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效果同样有待检验。
参照吕越等 （２０１７）［４６］的做法， 构造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机制模型：
　 　 　 　 ＦＲＣＡｉｊ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ｊｔ ＋ ψ′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ｋｊｔ

　 　 　 　 　 　 　 　 　 　 　 ＋ φ′Ｃｈａｎｎｅｌｋｊｔ ＋ γ′Ｍ ｊｔ ＋ κ′Ｎｉｔ ＋ μｉ ＋ μｔ ＋ εｉｊｔ （３）
其中， Ｃｈａｎｎｅｌｋｊｔ为机制变量。 系数 ψ 表示外资自由化通过水平溢出效应、 前后

向关联效应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强度。 其余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①， 该部分

实证结果在三分位行业－年份层面进行聚类。
（一） 指标测度

１ 水平技术溢出

借鉴 Ｌｕ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水平技术溢出指数 （ＦＤ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可表示为：

ＦＤ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ｊｔ ＝∑
ｉ∈Δ ｊｔ

ＦＳｉｊｔ × Ｙｉｊｔ ／∑
ｉ∈Δ ｊｔ

Ｙｉｊｔ( ) （４）

其中， ＦＳｉｊｔ 为行业 ｊ 中企业 ｉ 在 ｔ 时期的外资比例， 用企业 ｉ 中外资资本占总实

收资本的份额来衡量； Ｙｉｊｔ 表示行业 ｊ 中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总产出。
２ 前向关联

前向关联指数度量的是位于上游行业的外资企业通过向 ｊ 行业提供中间投入品

而发生的前向溢出效应。 构造方法如下：

ＦＤＩｆｏｒｗａｒｄｊｔ ＝∑
ｍ≠ｊ
Φ ｊｍｔ × ∑

ｉ∈Δｍ

ＦＳｉｊｔ ×
Ｙｉｊｔ － ＥＸ ｉｊｔ( )

∑
ｉ∈Δｍ

Ｙｉｊｔ － ＥＸ ｉｊｔ( )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５）

其中， ｍ 为行业 ｊ 的上游行业； Φ ｊｍｔ 为 ｊ 行业从 ｍ 行业中购买的投入品的比重，
根据中国 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②； ＥＸ ｉｊｔ 表示行业 ｊ 中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出口额。

３ 后向关联

后向关联指标反映的是位于下游行业的外资企业通过向 ｊ 行业购买投入品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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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基准模型不同的是， 此处所用的行业竞争程度 （ｈｈｉ ｊｔ） 是在三分位行业层面计算的。
考虑到投入产出系数可能随年份变化， 还利用 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来测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前向关联指标，

利用 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来测算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的前向关联指标， 发现核心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本文投入产出

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２年全国投入产出表》 和 《２００７年全国投入产出表》， 网址：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对 ｊ 行业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 按公式 （６） 测算：

ＦＤＩ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ｊｔ ＝∑
ｎ≠ｊ

ψ ｊｎｔ × ＦＤ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ｎｔ （６）

其中， ｎ 为行业 ｊ 的下游行业； ψ ｊｎｔ 表示行业 ｊ 的产出投入下游行业 ｎ 的比例， 后

向关联指数 ＦＤＩ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ｊｔ 由行业 ｊ 的所有下游行业的外资比例进行加权得到。
（二） 结果分析

表 ５第 （１） 列显示， ｆｄ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为正， 表明外资自

由化通过水平溢出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有限。 第 （２） 列 ｆｄｉ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为正， 在 １％统计性水平上显著， 表明位于上游行业的外资企业可为下

表 ５　 影响机制检验

变 量
全部样本的溢出效应检验 内资企业样本的溢出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ｄ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９） （１ ６１）

ｆｄｉ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９０∗∗∗

（３ ３６） （４ ４６）

ｆｄｉ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７８∗∗∗

（３ ０５） （３ ５６）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６３∗∗∗ ０ １８８∗∗∗ ０ １８４∗∗∗ ０ １３１∗∗∗ ０ ３０７∗∗∗ ０ ２８２∗∗∗

（２ ８０） （３ ７４） （３ ８１） （３ ７８） （４ ５３） （３ ９０）

ｆｄ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３∗∗

（－１ ５６） （－２ ００）

ｆｄｉｆｏｒｗａｒｄ
－０ ０６３∗∗∗ －０ ０７８∗∗∗

（－５ ０３） （－５ ３７）

ｆｄｉ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０ ０５７∗∗∗ －０ ０７０∗∗∗

（－４ ２７） （－４ １６）

ａｇｅ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３∗∗∗

（１０ ２１） （６ １１） （６ １５） （３ ７９） （２ ５９） （２ ６３）

ａｇｅｓ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９ ３０） （－５ ６２） （－５ ６５） （－３ ７４） （－２ ５１） （－２ ５５）

ｓｉｚｅ ０ ９８５∗∗∗ ０ ９７９∗∗∗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７∗∗∗ ０ ９７９∗∗∗ ０ ９７８∗∗∗

（１７９ ８７） （９４ ３５） （９４ ５１） （１２９ ４７） （６９ ９９） （６９ ９２）

ｋｌ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８ ５０） （３ ９３） （３ ９１） （６ ９１） （４ ２６） （４ ２７）

ｈｈｉ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３ ６４） （１ ２０） （１ ２１） （１ ２８） （０ ９６） （０ ９９）

ｐｒｏｄ ０ ０４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２∗∗∗ ０ ０５５∗∗∗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３∗∗∗

（５ ３４） （６ ４６） （６ ３５） （４ ８０） （６ ５７） （６ ４６）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３∗∗∗ ０ ８９３∗∗∗ ０ ８９７∗∗∗ ０ ８８９∗∗∗ ０ ８８８∗∗∗

（１５１ ３４） （８０ ６７） （８０ ９３） （１１３ ４６） （６２ １６） （６２ ３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２ ４７） （１ １６） （１ １４）

ｓｏｅ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１ ５０） （－１ ６３） （－１ ６４） （－１ ５１） （－１ ３５） （－１ ３５）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ａｄｊ ４３４ ６２８ １６９ ４０４ １６９ ４３２ ２３６ ６４３ ９８ ３８７ ９８ ４１２
Ｎ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９ ０ ８８９ ０ ８８１ ０ ８８５ ０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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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企业带来正向溢出效应， 促使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 与 Ｘｕ 和 Ｓｈｅｎｇ
（２０１２） ［４７］对中国的研究结论一致。 第 （３） 列 ｆｄｉ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同样

显著为正。 证实中国下游外资企业同样通过对上游企业的技术溢出， 促进了上游企

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但在作用大小上， 后向联系的作用略低于前向联系。
表 ５第 （４） — （６） 列进一步就外资自由化通过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比

较优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外资自由化主要通过垂直溢出效应促使内资企业

出口比较优势提升， 且前向关联效应发挥作用更大， 与前三列结果相吻合， 验证了

该影响机制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五、 拓展分析： 制度的调节作用

制度是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可以通过作用于企业生产和交易成

本来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 根据 “十四五” 规划， 未来中国会进一步推动制

度型开放。 因此， 考察外资自由化和制度环境的互动对中国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

响， 有助于加深对制度环境在外资开放中作用的理解。 参照杨瑞龙等 （２０１７） ［４８］的
做法， 将市场化总分作为制度环境的衡量指标， 考察制度环境在外资自由化与企业

出口比较优势之间的调节作用。 具体模型如下：

　 　 　 　
ＦＲＣＡｉｊｔ ＝ α１ ＋ β１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ｊｔ × ｉｎｓｋｔ ＋ φ１ ｉｎｓｋｔ ＋ λ１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ｊｔ
　 　 　 　 　 　 ＋ γ′Ｍ ｊｔ ＋ κ′Ｎｉｔ ＋ μｉ ＋ μｔ ＋ εｉｊｔ

（７）

进一步地， 借鉴杨瑞龙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用 “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介组

织和法律” 得分分别来表示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 考察两种制度对外资自由化与

企业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关系的差异化影响， 对应模型如下：
　 　 ＦＲＣＡｉｊｔ ＝ α２ ＋ β２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ｊｔ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ｋｔ ＋ φ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ｋｔ ＋ λ２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ｊｔ
　 　 　 　 　 　 ＋ γ′Ｍ ｊｔ ＋ κ′Ｎｉｔ ＋ μｉ ＋ μｔ ＋ εｉｊｔ （８）

ＦＲＣＡｉｊｔ ＝ α３ ＋ β３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ｊｔ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ｋｔ ＋ φ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ｋｔ ＋ λ３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ｊｔ
　 　 　 　 　 　 ＋ γ′Ｍ ｊｔ ＋ κ′Ｎｉｔ ＋ μｉ ＋ μｔ ＋ εｉｊｔ （９）

其中， ｋ 表示省份， ｉｎｓｋｔ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ｋｔ 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ｋｔ 分别表示制度环境 、 产权制度

和契约制度的虚拟变量， 若其实际值大于其中位数， 则取 １； 反之， 取 ０。 若 β ＞０，
说明二者在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提高方面存在互补性； 反之则存在替代性。

表 ６第 （１） 列显示，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 ｉｎｓ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制度环境

越完善的地区， 外资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大。 第

（２）、 （３） 列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和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
但仅前者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第 （４） 列进一步将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的交叉项

同时纳入到模型中， 发现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 表明相比于契约制度， 产权制度更能强化外资自

由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效应。 可能原因是， 非正式制度能够弥补契

约制度的不足， 增强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但产权制度的缺陷很难被其他方

式填补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５） ［４９］， 所以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更能影响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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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自由化作用的发挥。

表 ６　 制度的调节作用

变 量
总体制度 产权制度 契约制度 产权＋契约制度 市场分割 制度环境指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ｉｎｓ
　 ０ ０２９∗∗

（２ ３３）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５∗∗∗

（３ ０２） （２ ８０）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０ ７６） （０ ４０）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ｎｓｅｇ
　 －０ ０１８∗∗

（－２ ００）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ｉｓｑ
　 ０ ０２９∗∗

（２ ３５）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３∗∗∗

（２ ６７） （２ ５２） （２ ９７） （１ ８８） （４ ８０） （２ ６５）

ｉｎｓ
－０ ０４７∗∗∗

（－５ ２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１∗∗∗

（－１０ ３０） （－９ ３１）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２∗∗∗

（－４ ３１） （－２ ８７）

ｎｓｅｇ 　 －０ ０１４∗∗∗

（－３ ００）

ｉｓｑ －０ ０４７∗∗∗

（－５ ３０）

ａｇｅ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１∗∗∗

（１０ ７６） （１０ ８２） （１０ ６８） （１０ ８３） （１０ ６１） （１０ ７６）

ａｇｅｓ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９ ５５） （－９ ５０） （－９ ５０） （－９ ４４） （－９ ５６） （－９ ５５）

ｓｉｚｅ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５∗∗∗ ０ ９８６∗∗∗

（１８６ １０） （１８７ ７７） （１８５ ９４） （１８７ ５１） （１８５ ３１） （１８６ １０）

ｋｌ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３ ６２） （３ ６６） （３ ８４） （３ ７５） （３ ５５） （３ ６２）

ｈｈｉ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２ ４１） （２ ４１） （２ ３８） （２ ４０） （２ ３１） （２ ４１）

ｐｒｏｄ ０ ８９５∗∗∗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５∗∗∗ ０ ８９５∗∗∗

（１６１ ９１） （１６１ ８０） （１６３ ０１） （１６３ １５） （１６０ ７９） （１６１ ９０）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８ ５２） （８ ７３） （８ ６７） （８ ７４） （８ ５５） （８ ５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２ ５９） （２ ８０） （２ ６０） （２ ８６） （２ ５６） （２ ５９）

ｓｏｅ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０
（－１ １１） （－０ ８７） （－１ １９） （－０ ７５） （－１ ４２） （－１ １１）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ａｄｊ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０ ８８７
Ｎ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４３４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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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采用市场分割指数 （ｎｓｅｇ） 作为制度环境的反向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

验。 第 （５） 列显示，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０２ × ｎｓｅｇ 的估计系数为－０ ０１８， 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

著， 表明市场分割削弱了外资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 即市

场化程度强化了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地， 第 （６）
列借鉴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做法， 采用 ｉｓｑ ＝ ｉｎｓ × （１ － ｎｓｅｇ） 来刻画制度环境

指数， 发现制度环境同样强化了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 再次

验证了前三列结果的稳健性。

六、 结　 论

本文基于外资管制放松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

优势的影响。 结果表明， 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 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 其中， 外资自由化对出

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 非加工贸易企业、 低出口比较优势企业以及非

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更为明显。 在机制检验中， 发现相比水平溢出效应， 外资自由

化更倾向于通过垂直效应促使企业出口比较优势提升， 其中， 前向关联效应发挥作

用更大。 此外， 进一步发现制度环境能够强化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促

进作用， 且产权制度发挥的作用强于契约制度。
本文的结论不仅证实了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 而且对于

经济高质量发展及转型具有一定的政策内涵。 第一， 本文发现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

口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在外资开放程度较低的样本中， 外资自由化带

来的出口比较优势的改善更为明显， 因此， 为更好地发挥外资在促进企业出口比较

优势中的作用， 中国应加快外资自由化进程， 全面引入负面清单引资模式， 并缩减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给予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 促进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市场，
充分发挥外资在技术要素和资源要素方面的配置和溢出作用， 激发市场活力； 同

时， 坚决杜绝招商引资唯 “数量论” 等理念， 提高进入国内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更大程度发挥外资自由化在经济中的正面效应。 第二， 本文发现制度环境强化了外

资自由化的积极作用。 因此， 中国应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 构建与世界接轨的行业

规则和标准， 加大市场化改革， 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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